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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手札 

 
最近兩個月協會先後協助辦理「2012 年兩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法規制

度學術研討會」及「2012 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理國際研討

會」，許多協會夥伴們投注了大量心力，因此 45 期會訊改至本月發行，本期簡訊

中共有三篇文章，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劉振宇教授探討了關渡濕地砷之分

布及累積，該研究藉由液固相之化學分析及濕地植物各組織間之總砷濃度，探討

砷可能的分布及氧化還原機制，利用土壤及水中之總砷濃度來計算濕地植物對於

砷之遷移因子(translocation factor)及生物濃縮因子(bioconcentration factor)，藉以

評估溼地植物體(水筆仔)內砷之生物傳輸、累積及遷移轉化機制，探討砷在關渡

濕地之循環，從該研究中讓我們了解到固相、水相及植物相砷遷移的主要機制受

控於不同深度之氧化還原環境之變化及其生化反應。 

環境法醫是一個整合性的學門，所要研究的主要污染物涵蓋在各方面的環

境介質中，如空氣、水、土壤及生物群等，其研究的範圍包括探測污染源、污染

物之流佈與傳輸、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及生態之影響，其中污染的界定是以化學

特性、生物影響、責任團體及法律結果來描述，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徐年盛教

授撰文針對幾項主要環境法醫工具，包括地電阻影像、統計分析、化學分析以及

地下水污染模擬模式，介紹其應用範圍，對於國內眾多類型的污染場址，其環境

污染責任歸屬判定提供了重要參考指引。台灣氯乙烯公司梁書豪博士及其團隊以

現地加強式好氧生物復育技術處理受氯化有機物污染之地下水，該模場試驗採用

加強式生物整治技術搭配分子生物技術檢測之概念，處理受氯乙烯及二氯乙烷污

染之地下水，於短時間提升現地微生物之數量及加強現地微生物降解污染物，進

而提升整治成效。 

本會將於 1月 17 日舉辦協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臺灣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保護產業的挑戰與展望研討會」，敬請各位會員先進踴躍參加。過去兩年簡

訊的編輯工作，承蒙盧至人教授、高志明教授及范康登總經理三位編輯委員的大

力協助，特此誌謝，也感謝許多協會夥伴的賜稿，隨著 2013 年的到來，祝福大

家擁有豐碩的一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所) 

謹識 

中華民國一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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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來源鑑定工具 

-環境法醫 

 
徐年盛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一、前言 

台灣近年來由於經濟蓬勃發展，工商發達、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生活水準

提昇，使得各標的用水需求量急劇增加。然而由於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條件的先

天限制，使得地面水資源的供應不斷出現問題，地下水資源的使用量急劇增加。

其次，由於工業廢料堆積、掩埋與都市垃圾所滲漏出之廢污水，或惡意將廢污水

注入地下水體等，造成地下水污染日益嚴重，不僅減少珍貴的水資源，也對生態

環境造成衝擊。但由於地下水隱藏於地表下，不像地表水般一旦受到污染很容易

被發現，因此往往為人們所忽視。 

台灣的地下水資源幾已超量開發，且已成為重要之供水來源之一，當地下

水一旦被污染致無法使用後，並無其他水源可供開發利用或替代。因此對地下水

體尚未遭受污染區域，應亟需採取因應之水體保護措施；而對地下水體已遭受污

染之地區，則應建立有效的處理措施，瞭解其污染物之範圍與程度並做後續之追

蹤與處置，進而達到保護珍貴的地下水資源的目的。 

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包含農藥、有機化合物、重金屬、無機離子和放射性

物質等。近年來，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有機化合物的使用越趨頻繁，地下水源

受有機化合物污染案件頻傳，其中又以非水相液體(Non-Aqueous Phase Liquid，

簡稱 NAPL)的污染最受重視，如桃園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地下水受三氯乙烯

TCE 及四氯乙烯 PCE污染，即為此類 NAPL汙染事件。 

地下水汙染的整治，首重污染來源鑑定，即透過現場調查、模式模擬及相

關技術應用，正確評估可疑的汙染來源，針對汙染來源進行整治，才有可能完成

地下水汙染的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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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來源鑑定 

近年來針對污染來源鑑定已發展出一些專門的技術及學問，形成了一門專

門的學科名為環境法醫(Environmental Forensics)。Forensic 與 Forum 相關，意

指任何公開之討論或辯論，最常用於指稱法庭或訴訟的程序。環境法醫則可以針

對與環境事務相關之調解、協商處理或任何公開調查，提供需要之事實依據。相

較於傳統的環境污染調查著重於「在何處」產生「什麼污染」，及此污染事件對

於環境與居民的影響與風險評估，環境法醫更關心的是「什麼人」在「何時」造

成這樣的環境污染，所以環境法醫強調的是污染行為人的責任問題，其主要議題

為：污染來源之檢定與污染責任之歸屬。環境法醫尋求解答之問題包含：是誰造

成的污染？污染何時發生的？污染如何發生的？污染範圍如何？試驗結果的真

實性如何？是否有不實的證據？人體暴露於污染的程度如何？環境法醫可以被

解釋成一個著重於環境污染的科學研究，而此環境污染議題必須受法院、仲裁、

公共辯論或正式辯論的約束以及基礎科學的支配，基礎科學是這些活動的基礎。 

環境法醫所要研究的主要物質涵蓋在污染各方面的環境介質中，如空氣、

水、土壤及生物群等。其研究的範圍包括探測污染源、污染物之流佈與傳輸、環

境污染對人體健康及生態之影響，其中污染的界定是以化學特性、生物影響、責

任團體及法律結果來描述。環境法醫包含的學科領域有分析化學、地質化學、大

氣化學、微生物學、環境流佈評估、環境傳輸評估、整體案例研究、法律考量及

其他等。由於環境法醫強調環境污染之責任歸屬與劃分，所以其必須收集足夠之

證據證明污染行為人確實有污染行為，並依據污染行為之輕重裁定行為人所必需

負擔之責任，依責任大小劃分其所必須支付之代價。環境法醫之證據包含：1.現

場目擊者的證詞，如有證人直接目擊污染行為之發生或污染場址內的居民在某一

天發現地下水中有懸浮物等，這些皆屬於現場的人證與物證。2.歷史文件記錄，

如廠區的營運資料、物品的製程及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廢棄物或廢溶液的處理方

式、污染周邊的工廠分佈及污染範圍內過去曾經施作過哪些工程等，這些歷史紀

錄均有助於瞭解現場的狀況與污染的產生及發展過程。3.現地物理化學的量測，

現場實地量測的目的在收集與分析污染物種類及污染範圍，藉以瞭解實際污染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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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配合物理化學分析的方式，佐證或淘汰某些可疑污染源。以上三種證據必

須交叉比對並反覆驗證以確立其正確性及可信度，以供環境法醫作為確定污染來

源與污染責任歸屬的證據。 

 

三、環境法醫工具 

環境法醫是一種全面的、整體的環境事務調查、辯證與處理，涵蓋多種不

同的學科以及各式新舊的評估工具，其中地下水模式即為利用現場的物理化學量

測資料以評估污染來源及責任歸屬的工具。Morrison(2000)對環境法醫的工具進

行一系列的回顧，這些工具要應用在實際的環境官司或訴訟上作為一個有效的法

醫證據，使用者必須對工具有徹底的瞭解，以下就幾項主要環境法醫工具之應用

進行介紹，包含有地電阻影像、統計分析、化學分析以及地下水污染模擬模式。 

1. 地電阻影像 

楊潔豪等人 (2002)以石化工業區重質非水相液體 (Dense NAPL，簡稱

DNAPL)棄置場發生之滲漏作為探測目標，以二維及三維地電阻影像法(RIP)探

測，探討 DNAPL入滲地下，經整治後 DNAPL之殘留量在地層中分佈情形。研

究結果發現受 DNAPL 污染的地層呈現高電阻異常現象，數處有高電阻區反應

帶，疑似為 DNAPL滲漏之污染團。 

2. 統計分析 

Rong(2000)回顧四種常用於分析環境資料的統計方法(信心區間、相關係

數、回歸分析與變異數分析)，並以實際案例說明其應用之問題。信心區間法的

問題在於假設資料呈常態分佈，但實際上常呈對數常態分佈。相關係數之問題在

於使用大範圍的資料時，數值大的會把數值小的影響蓋過，造成相關係數偏斜。

回歸分析則在輸入之不確定性會影響模式預測結果。變異數分析會有接受簡易假

設而得強結論的問題。若在分析過程中未辨識出這些問題，將得到很不一樣的結

論，與實際狀況不符。McNab(2001)在收集三個場址的有機氯化物污染團資料

後，利用統計工具分析，發現其污染趨勢均相似，顯示氯化物的污染有其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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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可以此作為辨識是否遭受氯化物污染之依據。 

3. 化學分析 

汙染物進入地下水後，會在現地環境中逐步分解成不同的化學物質，因此

對水中的化學物質進行分析，可以得知不同成分的濃度以推估汙染物進入地下水

之時間。Gauthier and Murphy(2003)評估此法之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自濃度量

測的誤差。實際應用在現地所得之注入時間僅為一平均的注入時間，因為污染物

與水並非同一時間就可以全部接觸到，所以水解有快有慢。Oudijk(2003)以氟氯

碳化合物(CFCs)及氚之含量推估含氯有機化合物污染團進入地層之時間。此方法

最早是用來作地下水補助時間之推估，因為 CFCs 及氚為過去半世紀因人類使用

而存在大氣中的穩定物質，在降水的過程中和雨水一起進入地表以下。所以若污

染物注入過程中地下水也同時在補助，則可由水中之 CFCs 及氚推估污染注入時

間。 

近來同位素分析，尤其是穩定碳同位素分析，被廣泛應用於鑑定與監測污

染源及污染物傳輸過程，結果顯示同位素分析確實是一個很可靠的環境法醫工

具。Slater(2003)討論了多個同位素分析之結果，並以一個揮發性有機物污染之地

下水案例說明穩定同位素在應用上的限制性，針對其他種地下水污染物，仍有相

同的限制。 

黃德坤等人(2004)，利用環境法醫技術以鑑定石油碳氫化合物的污染源及判

定洩漏時間。藉由實際的案例，結合歷史資料、化學指紋圖的比對、風化過程、

碳同位素分析、特定生物指標化合物分析、多環芳香烴之特性分析及硫化物含量

等資料進行污染源的鑑定工作。研究結果顯示，未受風化的新鮮油品可以利用氣

相層析質譜圖進行指紋圖的比對，尤其對凝結油及原油常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對於煉製成品油或受到風化作用的油品則由於其指紋圖與初始樣品有極大的差

異，因此指紋圖不適合作為唯一的鑑定工具，必須配合 pristane/phytane 的比值

及異構物的分析，才能獲得可靠的結果。此外，穩定同位素及生物指標化合物具

有來源特徵與不易受風化效應的影響，在污染源鑑定上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Oudijk(2005)同時利用同位素分析、化學成分分析與地下水流模式評估汽油的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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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歷程，以及污染來源為單點或多點之洩漏。其分析原則可是用於美國之地下儲

油槽滲漏問題。 

張尊國等(2010)研究臺北關渡平原農地汙染問題，檢測灌溉水源與土壤的鉛

同位素比值，經空間群集分析，並藉由地理資訊系統展示，比對歷史的圖層資料

以鑑定砷及鉛的來源。結果顯示，因天然地球化學特性，地熱谷溫泉砷及鉛含量

偏高，而關渡平原農地東南側熱區之土壤則是過去引用地熱谷水源灌溉長期累

積，導致今日農地砷及鉛濃度異常。 

4. 案例分析 

Liu and Ball(1999)分析美國德拉威州空軍基地污染案件，地底下的阻水層受

到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污染物主要透過上頭之含水層以擴散方式進入。污染物濃

度分佈及地層的擴散與吸附特性被用來估計在地層介面上污染物進入歷程，採用

最小方差法求最佳解。求解過程中，假設污染物釋放濃度隨時間而變。評估結果

與土壤採樣結果相符，提供了環境法醫論證之依據。但結果也顯示環境法醫的問

題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結果包含許多的不確定性，在下結論之前需謹慎考

慮，並參照任何可得的資訊，交互比對以為佐證，作較為全盤的考量及評估。 

Michalak and Kitanidis(2004)應用地質統計反向模式，鑑定上述德拉威州空

軍基地的污染源。此區域地下含水層受到四氯乙烯及三氯乙烯等含氯溶劑的污

染，Michalak and Kitanidis 以地質統計的概念推估其污染歷程，並計算其信心區

間。最後，再以蒙地卡羅法配合拉格朗乘數以控制計算之污染物濃度之正確性。

Marryott 等人(2000)將 Superfund 場址復育地下水的成本，對多個污染者進行分

配。這樣複雜的問題往往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來決定債務的分配，針對多個

重疊的或混合的污染團，提出一個公平分配整治成本的方法。 

MTBE 污染範圍受到地下水流速、延散度與自然衰減之影響。Tong and 

Rong(2002)利用 Domenico 解析模式來描述MTBE 污染團之水平分佈型態，並推

估污染團之長度。模式應用在 90 個洛杉磯的地下儲槽洩漏，利用量測之濃度資

料檢定模式之參數(包括縱向延散度、地下水流速與降解常數)，再以校正好的模

式污染源位置到污染團最邊緣的距離。由相關係數分析得知，污染團的長度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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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注入濃度相關性很低，與縱向延散度、水力梯度、地下水流速低度相關，與

降解常數中度相關。Moomaw 等人(2003)評估美國亞利桑納州 Pinal Creek Aquifer

的重金屬污染，將多個污染來源之重金屬釋放加以量化，以劃分不同污染源之污

染責任。其使用達西定律或者是地下水流速資料及復育目標重金屬之總量，計算

每個污染來源之貢獻量。其計算結果與實際量測相符。 

5. 地下水模式 

應用地下水模式進行污染源檢定時，含水層的參數檢定及污染特徵辨識是

兩個主要工作。Wagner(1992)發展以非線性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S)

同時最佳化參數及鑑定污染源的方法。其輸入之監測值包含水頭與污染物濃度。

最佳化結果可由一階之不確定性分析評估其可靠度以及水流與傳輸模式的正確

性。模式同時最佳化二維地下水系統的水力傳導係數、有效孔隙率、縱向與橫向

延散度、邊界流量與污染物釋放濃度、污染源位置與污染物釋放歷程，並計算模

擬誤差的統計特性。 

Skaggs and Kabala(1995)以 quasi-reversibility (QR)法解反向時間之污染物傳

輸方程式，用以推估地下水污染歷程。Skaggs and Kabala 比較 QR 法與 Tikhonov 

regularization(TR)法，QR 法的好處為使用方便且允許傳輸參數隨時空而改變，

但在模擬結果的正確性上以 TR 法表現較佳。Woodbury and Ulrych(1996)發展

minimum relative entropy(MRE)求解方法，以反向推估一維地下水污染物的釋放

歷程與傳輸過程。在理想的監測下，確實可藉由 MRE得到正確的釋放歷程，在

監測誤差很大的狀況下，推估結果仍能包含污染物釋放的主要趨勢。當污染來源

及釋放歷程確定後，亦能以機率的概念預估未來污染物的流向與分佈，MRE 推

估結果也確實可描述污染物之傳輸。 

Alapati and Kabala(2000)以非線性最小方差法藉由污染濃度之量測推估污

染團之釋放歷程。其假設水流為一維流動，污染來自單一污染源的釋放。雖然求

解結果對於監測誤差與污染範圍非常敏感，但仍可以合理描述污染的釋放歷程。

經過多次數值實驗分析後，非線性最小方差法特別適用在污染物瞬間大量注入的

情況下。Neupauer等人(2000)以一個一維虛擬案例比較兩種鑑定污染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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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honov regularization (TR) and minimum relative entropy (MRE)。比較結果顯

示，若濃度監測沒有誤差，則兩種方法皆可適切描述污染釋放歷程；但在有監測

誤差的情況下 TR 法運作較好，其原因為 TR 法所需輸入之參數不像 MRE 那樣

主觀。但是MRE 模式可以判定不同區域所監測得到之資訊是否有助於污染歷程

鑑定，可用以評估監測之有效與否，TR 模式則無法提供這些資訊。 

Mahar and Datta(1997)提出三階段污染源鑑定程序，首先由任意位置的濃度

監測，以非線性最佳化模式推估污染源位置、強度及注入時間；第二階段以第一

階斷辨識結果進行監測井網最佳化設計。最後，再以此監測井網監測污染物濃度

分佈，利用監測資料再行污染源鑑定。由於監測增加，所以提高了鑑定結果之正

確性。此三階段污染源鑑定程序為一動態過程，藉由新設監測井不斷增加資訊，

鑑定污染源後再最佳化監測井網，以達確實掌握污染物來源及分佈為止。Mahar 

and Datta(2000,2001)發展一最佳化模式，以水流及傳輸方程式作為限制式，輸入

值為監測濃度，配合非線性程式計算最佳估計之污染源特性。此模式同時最佳化

含水層參數與污染源位置。作者以二維數值案例評估模式之正確性，結果可鑑定

得到污染源、污染注入強度與污染釋放歷程。Aral 等(2001)將污染源特性之問題

公式化成一非線性優選模式，結合水流與污染物傳輸模式，發展非線性之最佳化

模式，以推估污染源與污染釋放歷程。其最佳化目標函數為模式模擬之污染物濃

度與實際監測值之差異最小。為了減少重複模擬所造成的計算負擔，Aral 等提出

漸進式基因演算邏輯，以提升計算效率。數值實驗結果顯示，此工具確實可用於

有效地鑑定污染源。 

Neupauer and Wilson(2001)以反向機率的方法描述歷史的污染物傳輸，反向

位置的機率代表了在污染物被偵測到以前的某一時刻污染物在某一位置上的可

能性，而反向傳輸時間機率代表污染物從上游位置跑到下游監測井處所可能花費

的時間，這些機率皆提供了污染來源的部分訊息。反向機率的控制方程式可由原

本的水流與傳輸控制方程式推導而得，所得方程式會多出一個負載項，裡頭包含

機率的型態(反向位置或反向傳輸時間)與取樣裝置(抽水井或監測井)。此伴隨方

程式也可用以推估未來污染物的傳輸與分佈情形。最後，此方法以一個二維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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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實驗驗證可行。陳卓然等(2002)首先透過調查與資料蒐集，瞭解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災害之項目與情況，再依地質、地形及地下水之資料分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之可能情形。最後根據至少三個以上地下污染鑽探取樣之濃度情況，藉由污染傳

輸模式之數值模擬分析求得各地下污染鑽探井之污染濃度分佈等值線。整合各鑽

探井之污染濃度等值線，藉由公切圓包絡線圓心或公切橢圓包絡線之焦點定出污

染源之可能位置。Bagtzoglou(2003)提出反向時間粒子追蹤法，透過序率方法將

變異數最小化，以逆推得先前某一時刻之污染物分佈情形，並估計最可能之污染

源。此法應用在一維的守恆或非守恆污染物傳輸上極為成功。 

地下水污染常來自事業有毒廢氣物的隨意傾倒、排放管線老舊破損、廢液

回收桶或地下儲存槽滲漏等。一般得藉由污染濃度的監測配合傳輸模式才能反向

建立污染的過程，但在含水層水流與傳輸參數未知的狀況下，要確實找到污染源

是很困難的。Singh and Datta(2004)應用類神經演算法於地下水污染源鑑定問題，

同時估計含水層參數(水力傳導係數、孔隙率、延散度)及污染源位置。其方法以

不同的污染注入濃度及隨時間變化的濃度監測產生訓練樣本，透過樣本訓練調整

類神經演算網絡，最後以一個虛擬的濃度監測分佈驗證其方法可行。而且在包含

很大的監測誤差下，仍可以得到合理之污染來源估計。 

Michalak and Kitanidis(2004)以監測之污染物目前的分佈情形，利用地下水

流與傳輸模式結合地質統計與伴隨狀態法，逆向推估過去歷史的污染物空間分

佈。其方法將傳統假設僅有單一污染來源擴展到同時推估多個污染源，每個污染

源之注入濃度皆不相同，並且將其應用至非均質的含水層進行驗證。Michalak and 

Kitanidis 選用 MODFLOW 與 MT3DMS 模式作為水流及傳輸之模擬，對一個虛

擬的二維非均質含水層地下水污染進行污染源鑑定，鑑定結果顯示若污染物之現

況污染濃度監測越準確，即監測誤差越小，推估所得之多個污染源及不同污染強

度之分佈越正確。同時藉由地質統計的方法，可以評估鑑定結果之不確定性，同

樣地若監測誤差越大，結果之不確定性越大。 

污染源鑑定結果作為後續污染整治計畫的評估與擬定及污染責任之歸屬是

一個很重要的依據。而污染源之鑑定需要求解反向問題而得，以梯度法求最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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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雖然此方法可適用某些狀況但其求解效率低限制了方法的應

用性。Mahinthakumar and Sayeed(2005)於是將梯度法結合基因演算法，利用基因

演算法大範圍搜尋的優點，先找到最佳解之可能位置，再以梯度法進行小區域的

搜尋，提升了求解的效率。此混合方法被應用在一個複雜的三維問題中求解污染

源位置。 

徐年盛等(2005)根據現場地質鑽探資料、水文地質分析及地下水檢測結果，

利用三維地下水污染傳輸模式，模擬評估污染物於地下水系統中之可能傳輸情形

及未來分布狀況。其建立地下水污染源鑑定程序，並以實例驗證了其應用於地下

水污染案件產源追蹤之可行性。追蹤之程序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利用地下水

水流模式追蹤污染源位置與污染物注入流量，所需輸入資料包括地質鑽探資料、

水文地質參數資料、地下水水位監測、初始與邊界條件及污染源位置、污染物注

入流量。輸入完畢，進行 MODFLOW 或 FEMWATER 數值模式之模擬，並將模

擬結果與地下水水位監測資料比對及據以校正污染源位置與污染物注入流量，以

達地下水模擬水位與監測水位相符，即完成第一階段之追蹤，得污染源位置與污

染物注入流量。第二階段是利用地下水污染物傳輸模式追蹤污染物注入濃度及污

染物排放時間。根據初始條件、邊界條件及水文地質參數及污染排放時間、污染

物注入濃度，進行MT3DMS 或 LEWASTE 數值模式模擬，並將模擬結果與地下

水水質監測資料比對及據以校正污染排放時間與污染物注入濃度，以達地下水模

擬水質與監測水質相符，即完成第二階段之追蹤，得污染排放時間與污染物注入

濃度，地下水污染之污染源追蹤程序完成。 

在實際案例的污染源鑑定過程中發現，國內之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資料主

要為地下水水質的監測資料，這些資料只能用來確定污染範圍與可疑污染來源，

卻無法知道含水層中地下水流動與污染物傳輸的情形。要確定地下水中污染物的

傳輸，需知道含水層的地質分佈與其水文地質參數，這些資料必須由地層鑽探、

抽水實驗與示蹤劑試驗而得，有了這些資料可以初步瞭解污染物的傳輸，再配合

數值模式模擬並視覺化呈現其結果，才能確定污染物傳輸情形。在確定所建立之

污染場址模擬模式足以代表現場水流與污染物傳輸之後，如果鑑定結果仍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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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料不符，顯示應有部分高污染濃度區域未被監測到，或者有些地下水流況

改變的地方沒有水位監測，這時需增加水質與水位的監測以確定高污染區的位置

以及真實的地下水流流況。而後再以此增加的監測調整模式輸入，比較模擬水流

與污染物傳輸是否符合監測，並以此符合現地污染物傳輸情形之模式逆向追蹤鑑

定污染源。 

表 1 環境法醫工具整理 

環境法醫工具 參考文獻 評估方法 污染源鑑定 

地電阻影像 楊潔豪等人(2002) 地電阻影像法 污染源位置 

統計分析 Rong(2000) 信心區間、相關係數、回

歸分析與變異數分析 

  

  McNab(2001) 統計分類 污染物成分 

化學分析 Gauthier and 

Murphy(2003) 
TCA、DCE比例分析 污染注入時間 

 Oudijk(2003) CFCs 及氚含量分析 污染注入時間 

 Slater(2003) 穩定碳同位素分析 污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黃德坤等人(2004) 化學指紋圖比對 污染物成分、污

染源位置 

 Oudijk(2005) 同位素分析、化學成分分

析 

污染歷程 

  張尊國(2010) 同位素分析、空間群集分

析 

汙染源位置 

案例分析 Liu and Ball(1999) 最小方差法 污染注入濃度 

 Michalak and 

Kitanidis(2004) 
地質統計反向模式 污染歷程 

 Marryott 等人(2000)  污染源位置、污

染注入濃度 

 Rong(2002) Domenico解析模式 污染物分佈 

  Moomaw 等人(2003)  污染注入濃度 

地下水模式 Wagner(1992) 非線性最大近似估計法 污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Skaggs and Kabala(1995) 半反轉法、Tikhonov 正

規化法 

污染歷程 

 Woodbury and 

Ulrych(1996) 
最小相對熵值法 污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Alapati and Kabala(2000) 非線性最小方差法 污染歷程 

 Neupauer 等人(2000) 最 小 相 對 熵 值 法 、

Tikhonov 正規化法 

污染歷程 

 Mahar and Datta(1997) 非線性最佳化、監測井網

最佳化設計 

污染源位置、污

染物分佈 

 Mahar and 

Datta(2000,2001) 
非線性最佳化 污染源位置、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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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歷程 

 Aral 等(2001) 非線性優選模式、漸進式

基因演算邏輯 

污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Neupauer and 

Wilson(2001) 
反向機率法 污染歷程 

 陳卓然等(2002) 公切圓包絡線 污染源位置 

 Bagtzoglou(2003) 反向時間粒子追蹤法 污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Singh and Datta(2004) 類神經演算法 污染源位置 

 Michalak and 

Kitanidis(2004) 
地質統計、伴隨狀態法 污染源位置、污

染注入濃度 

  Mahinthakumar and 

Sayeed(2005) 
梯度法、基因演算法 污染源位置 

 徐年盛、張德鑫、劉宏仁
(2005) 

禁忌演算法、模擬退火法 汙染源位置、污

染歷程 

 

四、結論 

由相關技術回顧可知，在環境法醫領域中，有許多舊有或新式的分析工具

可用於污染源鑑定與責任歸屬。這些工具包含統計分析、化學分析、地球物理量

測以及數值模式分析，每個工具的應用包含多方種方法，在統計分析中可採用信

心區間法、回歸分析與變異數分析；化學分析法中有化學指紋圖比對、風化過程、

碳同位素分析、特定生物指標化合物分析、化學成分比例分析、化學物質的可得

性及其化學製程、獨家專利的添加劑等；地球物理量測有航拍圖、地電阻影像與

紅外線掃瞄；數值模式分析應用在地下水污染源鑑定問題上，主要使用地下水流

模式與污染物傳輸模式正向模擬污染物之傳輸情形，而反向追蹤污染源的方法是

使用數值模式配合數值求解方法如有非線性最大近似估計法、半反轉法、

Tikhonov 正規化法、最小相對熵值法、非線性最小方差法、非線性優選法、漸

進式基因演算邏輯、反向機率法、公切圓包絡線、反向時間粒子追蹤法、類神經

演算法、地質統計法、伴隨狀態法、梯度法、基因演算法等等，而反向推求污染

源位置、污染物注入濃度、污染歷程及污染責任分配。每種工具在有充分的已知

條件下，如地質結構已知、土壤方式已知、初始條件確定、邊界條件確定、可疑

污染來源已知等，皆可獨立運作而追蹤得到污染源。 

而以模式追蹤污染源之優勢在於模式計算快速，短時間內可以進行多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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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數組合與污染物分佈的模擬，得到一個最符合現有監測的模擬場址；但也可

能面臨現場水文參數資料不足、邊界條件未知、水質監測有限等等的問題，導致

模擬結果無法與實際狀況相符或模擬結果雖然與監測相符但參數卻極不合理。要

避免這種狀況發生，唯有進行更仔細的場址特徵調查，或輔以其他污染源檢定方

法，增加更多有關污染源特性的資訊，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找到污染來源。 

對於實際污染的案例而言，由單一的法醫工具所提供的資訊往往是不足

的，所以其評估結果通常只做為證據的一部份，再與其他工具鑑定之結果比對與

拼湊之後，才能逐步還原真實污染的過程。所以環境法醫是一個整合性的學門，

由各種不同領域使用不同工具，針對與環境事務相關之調解、協商處理或任何公

開調查，提供需要之事實依據，以作為環境污染之責任歸屬與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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